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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力与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
———基于文献史回顾的视角

周建波　陈　皓　孙淑彬

摘要:近年来,部分学者将国家能力视为解释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因素,并围绕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能力

与财政、金融、工业化等问题展开了一系列讨论.国家能力指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和为社会提供国家安

全、基础设施、教育卫生、产权保护等公共品的能力.对于现代国家而言,财政汲取能力取决于财政与金融

的有效结合,而为社会提供国家安全、基础设施、教育卫生、产权保护等公共品的能力则表现为财政支出的

水平与效率.正是孱弱的国防能力,使得近代中国饱受欺凌,工业化发展举步维艰.新中国成立后,国家

安全、基础设施、教育卫生等公共品的供应有了很大提高,但对微观经济主体的过度干预影响了工农业,尤

其农业的效率.改革开放后通过尊重微观经济主体利益等方式,最终形成了国家宏观调控和微观经济主

体自主创新相结合的制度优势,取得了工业化的飞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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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从国家能力视角探讨明清以来中国和西方的大分流成为学界关心的热点.彭凯翔、和文

凯、倪玉平等基于国家能力视角探讨了明清以来中国与西欧国家发展的差异,对财政问题尤为关注.
«中国经济史研究»在２０２１年第１、２期开辟专栏,就“明清国家能力、国家治理与经济变迁”展开笔谈.

“国家能力”的概念起源于政治学,CharlesTilly认为战争促成了国家,也促成了出于战争需要的财

政动员能力①.TimothyBesley将“国家能力”的概念引入经济学后,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探讨.他

将其划分为三个维度,财政汲取能力(FiscalCapacity)、提供公共品的能力(CollectiveCapacity)和保障市

场、产权的司法能力(LegalCapacity)②.Dincecco将国家能力定义为政府有效完成其政策目标的能力,
包括经济、财政等目标③.王绍光在１９９３年出版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中最早将“国家能力”这一舶来

概念引入国内学界,自此“国家能力”的概念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广泛应用.
国家能力的一个直接表现是财政汲取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关注财政领域的学者特别关心这一话

题的原因,如付敏杰对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的文献梳理④ ,和文凯对清代国家能力的再考察⑤ 等.在

国家完成财政汲取后,如何通过财政支出完成对公共品的提供则成为衡量国家能力的另一重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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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cecco认为国家能力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机制是:第一,通过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和健全法律规范吸

引投资;第二,提供大范围交通基础设施覆盖、健全大众教育和社会福利制度提升经济运行效率①.
龙登高发现传统中国自发的基层自治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供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并实现了对基

层官僚的制衡和国家能力的提升,而基层自治的建立则以产权保护为制度基石②.基于上述认识,对
国家能力较有共识的定义可以概括为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和为公众提供国家安全、基础设施、教育卫

生、产权保护等公共品的能力.
经济发展是经济史学界中经久不衰的话题.对于现代国家而言,工业化水平是经济发展的综合

体现,也是一国国家能力的最集中体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

柱”,财政体制与国家能力构建之间的关系必须得到重视.鉴于晚清向现代财政转型最明显的特征是

借助金融市场和公债制度实现财政汲取,因此金融是提升财政汲取能力的重要手段.同时,金融作为

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途径,能够通过影响资金流动促进经济发展.在国家具备较强的财政汲取

能力,并足以对社会提供相应的公共品的情况下,能否形成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的有效结合,促进

以工业化为代表的经济发展? 这一问题正是经济史学家们对国家能力方面的研究充满兴趣的

原因.
本文将分别从财政、金融、工业化三个方面与国家能力关系的视角,对近年来学术界关于近代以

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

一、财政与国家能力

(一)晚清时期的财政转型

以陈锋、倪玉平等学者为代表,近年来学界对于晚清时期的财政转型问题、国家能力变化问题尤

为关注.从清代国家财政制度整体的变迁历史来看,大致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前,仍维系着传统的财政

制度,此后便进入了“穷则思变”的阶段.
清朝传统的财政制度的特点是以地丁为主,辅之以盐课、关税等主要税种.中央在正式税收中居

于绝对主导地位,中央将财权上收,事权下放,地方财政所能支配的收入十分有限,而且地方的收入支

出受到奏销制度的约束,缺乏弹性,和文凯称之为分散性财政③.清代前期轻徭薄赋和量入为出的观

念为中央财政积累了大量盈余,据统计“乾隆三十年代中及四十年代初的８０００万两上下为其(银库库

存)最高水平”④.
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国家财政陡然紧张,但仍能勉强维系.过往的研究认为这一时期战争损失

(如白莲教之役等)、赈灾救济(如道光年间水患严重)、户部银库亏空案⑤等事件冲击是导致财政趋

紧,以及咸同时期财政危机的主要原因.根据任智勇⑥、倪玉平⑦的考察,他们认为嘉道年间财政收支

已经处于危险平衡之中,是清朝财政危机的前兆.外部冲击固然消耗了大量户部库银,但财政危机形

成的主要原因还是内在的,即清廷未能开拓新的税源,尤其是商业税,对全国财政的控制能力也较为

低下.这种危险的平衡被突如其来的战争所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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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同时期,捻军、太平天国等内部战乱导致军费开支剧增,随后的洋务运动开展工业、交通运输业

配套建设也亟须大量资金.财政支出的大幅增加引发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促使其开拓新的税源.
由于传统的财政体系难以解决财政收入不足的问题,清政府被迫进入了财政体系的缓慢演变和转型

阶段.
财政转型过程中呈现的重要特征是:第一,以厘金、洋税为代表的工商税迅速成为财政收入主要

来源.廖文辉在对咸丰时期的财政体系进行分析研究之后,得出结论:“伴随着咸同时期内外环境的

骤然巨变,各种战时权宜之计长期延续,积久成势,财政运行逐渐脱逸旧轨,最终演化生成了一种新旧

杂糅并行的运作机制.”①第二,为平定战乱,地方财政拥有更大的自主权,中央统一财政管理的权力

不断被削弱.陈锋指出清代前期的财政体制在形成后一直延续到晚清时期,直到太平天国起义后,随
着地方势力的崛起,清政府赋予地方相对独立的军事权、财政权、人事权,致使权力结构由中央集权向

地方分权演变②.第三,由于财政压力,财政原则由“量入为出”向“量出为入”转化.
倪玉平将咸同时期的财政转型概括为形式上从“国家财政”到“财政国家”转变,思想上由“量入为

出”向“量出为入”转变,并从收支的结构和规模等因素进行了考察和论证③.倪玉平并不同意将这种

财政转变主要归因于西方预决算制度的影响,认为这是一种内生性的演化④.尽管西方的财政制度

被晚清时期的有识之士推介,但真正的原因恐怕还是迫不得已.尽管至乾隆时期,清政府积累了许多

盈余,但这掩盖不了长期消极的财政收入方式下常例收入非常有限的问题.咸同时期,朝廷单纯依靠

传统的农业税、捐输、加派等方式已经不能满足财政支出的需求.为应付军费及各项开支,清朝执政

者不得不开征厘金等新税源,新兴工商税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
和文凯对财政转型的考察覆盖了１８５１年(太平天国运动)至１９１１年的晚清时期,并同日本１８６８

１８９５年和英国１６４２ １７５２年间的财政转型进行了比较研究⑤,着重关注了金融与财政之间的紧密联

系,并强调现代财政国家的建立是社会的重要变革,现代财政国家的特点是能够利用集中征收的间接

税(商业税)建立长期借贷信誉.
和文凯指出这种变革往往发生于财政危机之下,明治维新的日本和１７ １８世纪的英国是成功案

例,而晚清则是失败案例.晚清政府多次陷入财政困难之中,１９世纪５０年代清朝执政者尝试通过发

行纸币和通货贬值来解决财政问题.但在政府信用下降的情况下,通过纸币发行弥补财政赤字与保

持可兑换性遂成为两难问题,最终纸币发行失败,并由此导致晚清政府对金融工具的不信任,在１８９５
年前并没有建立起现代财政制度.有学者推算,在１８５３ １９１１年期间,清朝的财政收入甚至还大约增

长了２倍⑥.然而从根本上来说,清朝的国家税收始终与民间金融市场保持着一定距离,没有利用国

家税收来筹募政府借贷,无法做到国家税收和民间金融的有效结合.由此,和文凯认为,清政府的财

政制度是１９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⑦.
这一时期,中央与地方的博弈或是财政转型的关键.陈锋指出,“就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

及其性质而言,清代前期与清代后期是大为不同的”.清代前期主要在户部控制之下;清代后期格局

较为混乱,体现为中央财政运作失灵和财权的下移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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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失败以后,清政府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庞大的军费支出和战争赔款使脆弱的国家

财政走向失衡.为了应对财政危机及补充军费,清政府这一时期采取了发行内债的方式,但这并非真

正意义上的近代公债,这一时期的内债形式主要是向民间金融机构透支(在特定时间内提取超过存款

金额的款项)或借款.李文杰在对清朝内债进行一个长时段的对比之后认为从传统捐输、劝捐到完全

意义上的近代国债之间,有着较长的模糊地带,１８９４年的息借商款和１８９７年的昭信股票都处于这一

地带之中①.
(二)民国时期的财政与国家能力

民国政府成立之初,内外交困,庞大的军费开支导致财政拮据已成常态.这一时期的财政较晚清

更为混乱和不统一,但总体看也具有一定的“现代性”和“先进性”.这体现在民国时期的公债发行规

模和管理制度都有较大进展.但总体而言,北洋政府时期国家财政汲取能力仍然较弱,这主要是由于

受到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中国的重要税收权依然掌握在帝国主义列强手中,削弱了公债募集的信用基

础.中央政府调度全国资源的能力非常有限,财权的实际划分基本按照当时中央与地方的实力而定,
而且内部军阀混战,即使地方有能力获取财政税收,也没有足够的动力进行长期的经济建设,阻碍了

经济Ｇ税收的正向循环.
民国时期财政的重点是公债,公债又可根据债权人的差别分为内债和外债.就内债而言,前面提

及的１８９４年息借商款是第一次发行内债,也是清政府仅有的三次内债发行之一②.北洋政府执政初

期,正逢一战爆发,外债来源趋紧,这就凸显了内债的重要性.
北洋政府期间内债发行可分为三个阶段,１９１２ １９１６年期间成立了内国公债局,为了增加内债信

用,将公债基金管理权委托给外国人.１９１７ １９２１年期间由于北洋政府对全国控制不力,滥发内债,
违约现象严重.为挽救政府信用,不得不在１９２１年进行内债管理.１９２２ １９２６年间政府债务信用的

低落导致内债发行并不顺利,改以数额较小的国库证券形式发行③.
近年来,周莹、兰日旭通过对１９２１年公债整理的博弈分析认为,１９２０年就公债市场而言,形成了

“弱政府”和“强市场”的银政格局,基于此构建的纳什讨价还价模型显示,在引入第三方担保的情况

下,内债整理使得政府和银行的效用同时得到提高④.刘杰考察了１９１４年至１９２７年间政府内债管理

制度的变迁,并将其归纳为“经历了一条由外国人把持到中国人自己掌握的曲折之路”⑤.１９２１年的

内债整理,总税务司负责的关税与内债挂钩,这在增强内债管理信用的同时,也使内债管理大权落在

了西方列强把持的总税务司手中.至１９２７年,成立二五券会⑥,虽然管理权有所收回,但仍无法做到

独立自主.以上两次改革均由政府主导,屡次出现违约情况,效果不佳.直至１９３２年南京国民政府

设立国债基金管理委员会,通过政府和商会合作协商,建立了独立自主,相对有效的国债基金管理组

织,稳固了公债市场并推动了国家财政债务治理制度的走向成熟⑦.
在外债方面,张侃总结了中国近代以来外债制度的演变及其原因.就近代外债变化趋势而言,呈

现为债务主体单一化,即债务主体主要为中央政府;债款来源多样化,即从多种渠道,不同国家、金融

机构获取借款;债务管理法规化,经历了外在监管到本体管理的过程;债务运行自主化,南京国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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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杰:«息借商款与晚清财政»,«历史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还有１８９７年昭信股票和１９１１年爱国公债.
汪敬虞:«中国近代经济史(１８９５１９２７)»,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４５８１４６９页.
周莹、兰日旭:«“弱政府”背景下１９２１年公债整理的博弈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刘杰:«民国时期政府内债管理制度的变迁(１９１４１９２７年)»,«学习与实践»２０１７年第６期.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关税主权长期为帝国主义国家所把持.１９２１年北洋政府在华盛顿会议提出关税自主要求,并于１９２２年

２月同与会的各国签订了«九国间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约».条约规定:中国政府对进口货物除征５％的关税外,得另征

２５％的附加税,某些奢侈品的税率得增加至５％,当时简称二五附税.二五券会则因最初保管二五附税的基金而得名.
刘杰:«国民政府国债基金管理委员会研究(１９３２１９４２)»,«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时期才收回关税、盐税自主权,并以国家信用为担保的方式借取外债,实现自主化.张侃认为演化背

后的动力实际是“民族Ｇ国家”的建立,中国近代外债制度与制度环境存在脱节的现象,这也导致了外

债自主权阶段性的丧失①.
孙迪考察了１９２７ １９４９年间的外债,分为战前、战时和战后三个阶段,并对不同时期的外债还款

条件、债权国构成、外债使用投向的变化做了具体分析②.马陵合考察了１９３３年棉麦实物外债的起

因、变现和使用的情况.这笔具有外交意义的国民政府外债在变现后,最终由经济用途改变为军事用

途,体现了南京国民政府内部与华资纱厂等企业间诉求的差异③.
中央和地方的分权财政体制也是民国财政研究中的一大重点.针对晚清以来中央财政权较弱的

问题,清末已经有官员提出仿效西方中央和地方划分财政权力、实行分税制的想法,但一直未能实行.
民国初年,袁世凯政府也考虑过集中中央财政权,力图将重要财源控制在中央手中.王梅重新考察了

１９１２年前后民国政府试图通过设立国税厅对中央财政权进行集中的尝试,提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相

互牵制,这导致以议会为形式的政治体制最终走向为各自利益的博弈,致使改革无疾而终④.随着中

央政府势力的进一步衰弱,税源本就不足,央地财政划分的措施很难得到切实的推行,地方政府截流

税收自用的情况愈发严重,地方割据现象达到顶峰.
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政府对于地方的控制力才逐步有所加强,蒋介石支持宋子文进行财

政整理,提出了“统一财政”的口号.南京国民政府在１９２７ １９３６年间先后三次对中央和地方财政收

支系统进行改革,央地财政的划分得到了较有力地推行,逐步确立了近代的财政分税制度.南京国民

政府时期的财政改革巩固了中央集权,有助于稳固国家的统一和政府更好地履行职能.但是,焦建华

指出在财政改革中,南京国民政府存在央、地税收制度不合理,税负不均等问题,地方存在苛捐摊派等

现象,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不平衡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从长期看,这些不利因素反而削弱了统治合

法性和集权努力⑤.
南京国民政府的改革还导致了地方财政贫困,而财政亏空不得不依赖地方公债.据潘国旗统计,

１９２７ １９４１年间,各省总计发行约８０８７４万元公债,其中大部分用于弥补财政亏空和军费负担,地方

对于公债的依赖程度较高⑥.１９４１年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决议,取消省级财政,地方公债也由中央统

一管理.此后,财政部设置了整理省公债委员会,具体办理各省公债之接收与整理.此举纠正了地方

政府自行其事、滥发地方债之弊,与战时环境下高度集权的财政体制相适应,有利于抗战的进行.
(三)新中国时期的财政与国家能力

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新中国解决了财政税收不足和公债发行不力的问题,国家能力由

此大为提高.潘国旗、黄丹回顾了新中国７０年国债发展.从规模上来看,１９５０年第一批折实公债发

行金额２６亿元,至２０１８年,国债年发行规模超过３５万亿元,另有大额地方政府债券;从发行市场

来看,国债的产品结构、承销招标制度愈发完善;国债市场交易也日益活跃,对于风险管理的监管也更

加到位⑦.潘国旗、柳文所著的«新中国国债研究»则进行了更为细致和全面的考察,并将其划分为三

个阶段,即“新中国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国债”“改革开放初期的国债”和“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的国债”,并
指出中国国债的发展历程与新中国７０年来的社会经济发展相同步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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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侃:«中国近代外债制度的本土化与国际化»,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５３０５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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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国旗:«从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看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公债»,«历史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潘国旗、黄丹:«新中国国债七十年:规模、市场与经验»,«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１１期.
潘国旗、柳文:«新中国国债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８１１１６页.



中国的外债主要为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向苏联借取的长期低息贷款.这一外债的背景是抗美援朝的

爆发和以美国为首的多个国家对中国的战略封锁,但是随着１９５９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合约,中苏关系

恶化,这笔外债提前结清;６０年代国际上冷战情绪蔓延,中国既无内债也无外债.直至改革开放以后,
国家才鼓励通过引进外资、举借外债的方式促进经济的增长.金普森对新中国７０年来的外债进行了

考察,改革开放以来,外债的增加加速了交通运输、能源、石油化工等行业的建设投入,加快了经济发

展和产业结构调整①.由于自９０年代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外债占比不断下降,近年来也较少有

对该问题的关注.
与近代不同,以财政汲取能力衡量,新中国的国家能力无疑是非常突出的.完整的税收自主权,

良好的国家信用,规模庞大的国营企业和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共同支撑起了稳定的财税来源,由此使得

新中国在面临内外部严峻压力的情况下,完成了工业化的起步和社会主义改造,在基础设施等公共品

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后文涉及工业化的部分将有提及),为改革开放后实现跨越发展奠定了基

础②.但强大的财政汲取能力也可能导致政府出现过度投资等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对于重工

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倾斜,导致投资边际收益愈来愈低、经济结构逐渐失衡,同时还抑制了民间投资

和经济自发平衡的力量,这就是新中国７０年在财政领域遇到的问题,即在国家能力强大的背景下,如
何处理“放”和“收”的问题,以便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增长.具体而言,如何做到适度的财政汲取,中央

与地方的财政合理分权和有效执行现代财政预算制度.
大致来说,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府实行统一财经政策,有效地稳定了金融物价,确保财政收支平

衡,这是中央财政最为集中的时期.１９５３ １９５７年“一五”时期,中央财政仍然高度集中,但已经有了

向地方放权,鼓励地方积极性的政策取向.这一时期,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由１７％升

至２６５％,经济增长成效和重工业取得的发展证明了财政分权的积极效果③.１９６１ １９６５年国民经

济调整时期,中央再次通过集权以调整和纠正“大跃进”时期过度分权导致的混乱,但从调整后期中央

政府对于干预有所放松的事实来看并未超过统一财经时期的集权程度,说明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放权

的长期趋势④.１９６６年以后,政府财政管理体制出现了频繁的调整,但在１９７９年以前,地方财政统一

收归中央,再由中央进行统一调配,由此导致地方财政激励不足,这也是１９７９年进行由“统收统支”向
“财政包干制”的财政改革的原因,其核心思路是“放”,就是减少中央对地方的干预,激发地方经济发

展积极性.
王丹莉、武力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演进,认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逐步走

向均衡,权责更为明晰,由收入分配的博弈转向基于财政支出的权责相匹配.财政管理体制的转型过

程也体现了政府职能的转变过程⑤.吕炜认为,财政改革对于中国改革发展的贡献不仅在于分权制

度,中国财政的改革不是仅仅对于公共财政理论的附和,而是基于国家治理目标,适应中国经济发展

的改革.财政改革很好地承担了相应的责任,为经济发展留出了激励空间并对过度激励进行约束⑥.
新中国政府预算制度的改革滞后于财政体制的改革.在１９９２年以前,政府预算制度长期较为稳定,

也体现了较强的计划经济特征.随着财政体制的转型和市场化改革的深入,通过预算制度改革促进财

政制度有效运转成为重要改革方向.李燕指出“现代预算制度作为现代财政制度的核心内容,必将在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基础与保障性的作用.”⑦杨志勇回顾了１９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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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普森:«新中国外债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０年第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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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燕、王晓:«国家治理视角下的现代预算制度构建»,«探索»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２０１４年间中国预算制度演进的轨迹,认为过去３０余年间,中国已经初步形成并不断完善了与市场经

济相适应的预算制度,未来还将向着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制度目标不断改革前进①.

二、金融与国家能力

基于国家能力视角,许多学者致力于将民间融、投资的金融与国家财政结合起来,认为国家能力

是理解自中国近代至当代工业化发展的重要线索.和文凯将“资本主义”定义为“国家税收与金融市

场的结合”②.虽然明清民间经济、民间金融非常活跃,但国家财政并没有和民间金融结合,由此导致

国家财政不能得到民间金融的支持,无法在水利、交通、国防、救灾等公共品方面提供充足的供应.同

时,也使得民间经济不能得到国家财政的支持,无法提供充足的货币资金供应,显然这影响了民间经

济的进一步发展.可以说,明清民间经济、金融的发展和西方别无二致,但在国家财政和民间金融的

结合方面,中国却大大落后于西方,正是国家能力的低下,造成了东西方的大分流.
(一)晚清时期的金融发展与国家能力

太平天国革命导致税收运输道路的中绝(指将以金属货币表现的地方税收运往京师或指定的其

他地区)逼迫清政府不得不走上以税收为保证向民间金融市场融资的道路,即由具有全国网络的票号

先在京师或其他指定地方垫交税款,之后地方政府再用税收交付票号,这就是晋商票号的汇兑官款,
它提高了清政府的国家能力,有利于洋务运动和早期工业化的发展③.然而,正如王路曼所指出的,
尽管太平天国运动后,各省督抚和海关督抚选择以票号经手汇兑财政税收,票号开始以民间金融机构

的身份承担部分公共税收职能,包括京饷、协饷、厘金等的收缴和汇解,但清廷始终对于二者的合作存

有敌意.直到１８９５年以后,迫于巨额赔款的压力,晚清政府才开始推行中央财政与金融集权改革.
因此,尽管在１８９５年甲午战争以前,地方督抚与民间金融机构进行了合作,但这种结合非常有限,涉
及国家财政税收的体制和政策改革始终未能出现.④

燕红忠指出近代公债的发展推动了中央银行、现代银行体系、证券市场等金融业的发展.政府创

设新式银行的目的就是为了缓解财政压力,公债发行也催生了许多商业银行和专业银行的产生,并进

一步推动了证券市场的产生⑤.燕红忠还从传统金融近代化转型视角,对近代山西票号的衰落进行

了解释,他认为山西票号所形成的“官商结合”模式在制度上不具有长期良性发展的可行性,缺乏对于

政府行为的有效约束,此外,清政府未能建立公共信用也是造成山西票号近代转型失败的重要原

因⑥.周建波和曾江则是从金融业态的发展、同业竞争更替角度出发,对清末民初传统票号被新兴银

行取代的金融近代化转型过程进行了理论说明,认为在这一时期的政局变动以及近代经济发展背景

下,票号仍延续了以汇兑为经营重心的发展战略,未能顺应金融市场从贸易需求为主,向政府需求、工
业需求为主转变的趋势.同时,票号由于其规模小、无限责任、信用贷款为主、经理负责制的特点,不
能应对当时金融风险大为提高的商业环境,最终未能完成业态升级、为银行所取代⑦.

(二)民国时期的金融发展与国家能力

杜恂诚以金融业整体变迁的视角审视近代的金融发展,他尤为强调政府和非正式制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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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波、曾江:«银行、票号兴替与清末民初金融变革»,«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０年第８期.



对于中国近代金融发展,杜恂诚定义了“转型”和“分割”两种社会历史禀赋.转型是指传统农业社会

向近代工商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分割则是指军阀割据,要素流动和信息流动被阻隔分割,这种社会历

史禀赋加剧了利率、汇率的波动,也难以形成跨区域的统一市场,不利于长期金融品种(如股票市场)
的快速发展,这是中国近代采用以银行、钱庄等间接金融为主导模式的根本原因.对于政府作用而

言,１９２７年以前,属于自由市场型制度,１９２７ １９３５年是过渡期,１９３５年之后为政府垄断制度.① 虞和

平指出“杜恂诚运用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的理论,研究了近代金融制度变迁中的两种途径,认为

北洋政府时期,由于政府处于弱势,诱致性变迁仍可能发生,而强制性变迁则很难发生;南京政府时

期,则由于政府处于强势,强制性变迁就易于发生”.杜恂诚认为１９１０ １９３６年间(即政府垄断制度之

前)的金融业发展促进了上海的经济发展,但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强制性变迁持批评态度,主要是因为

南京国民政府所建设的中央银行制度不是为了扶植市场、扶持民营银钱业,而是为了取代市场,完全

满足政府利益,这导致了制度变迁目标的错位②.
刘志英等研究了自１８９１年重庆开埠后,重庆地区票号、钱庄等传统金融机构的现代化转型及重

庆钱业在申汇市场的兴起,它们步入了现代金融领域,传统金融机构的业务由汇兑发展到开拍申汇、
投资公债、实业等③.自现代金融活动由西方引入到中国,金融监管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兰日旭考察

了中国自１８５３至１９４９年间经历的２８次较大规模的金融风潮,政府的态度经历了从盲目放任到主动

干预的变化过程.尽管从晚清到南京国民政府,金融危机的治理效果乏善可陈,但最终仍可以对市场

失灵产生的危害进行一定程度的补救④,这也体现了金融监管治理的重要性.颜色等以１９３４年白银

风潮为研究对象,通过史料和数据实证发现政府干预程度的不同,会对金融组织(例如上海、天津银行

同业公会)产生不同影响,具体的机制是政府要求上海同业公会成员公开报表项目,由此缓解了挤兑

和恐慌情绪的蔓延;其次,政府推动银行承担更多救市义务,在危机时期扩大信贷额度,避免危机恶性

循环⑤.
(三)新中国时期的金融发展与国家能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金融业的发展经历了断层.在１９５７年以前,即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和向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过渡时期,政府仍然保留了金融主要的融资功能,银行正常地开展存、贷、汇业务,
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但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的金融业逐步处于停滞状态.在内债领

域,新中国除了在建国初期发行的胜利折实公债,以及在１９５４ １９５８年间发行了国家经济建设公债之

外,改革开放以前的新中国几乎放弃了内债这一财政工具.在计划经济时期,新中国的财政汲取能力

主要体现为税收和国营企业的收益上缴.
现有文献对于改革开放以前的金融业普遍语焉不详,采取一笔带过的方式.对于这一时期的评

价也多强调金融从属于财政的特征.金融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转,计划经济时

期由中央政府形成的计划指令替代了市场作用,也就替代了金融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然而,如果结

合改革开放前的历史背景和工业化的视角,这种替代在特定时期存在合理性.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利

用垄断金融促进企业和社会经济发展.丁骋骋将这种高度集中的金融体制描述为“动员型金融”,“没
有这样一种动员型金融,一个偌大发展中国家在如此短时间内进行大规模的重化工业投资和建设是

不可想象的”⑥.裴红卫指出,从理论上讲,竞争性的金融制度优于国家垄断金融制度,但是在特定时

期,如果实行竞争性的金融制度,国有银行会基于成本收益进行选择,从而不能为重工业提供足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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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支持①.赵学军也认为,如果发挥市场机制,信贷资金很可能不会投向国家着力发展的重工业②.
也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的强制干预,保障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工业化体系和强大的国防能力.

只是这种替代会随着经济发展逐渐显现弊端.大量资金持续流向重工业,导致了其余产业缺乏

资金.政府和国营企业的投资挤压了民间的投资,在缺乏价格信号的指引下,资源错配严重拖累了经

济发展.由此,在改革开放后,金融改革成了市场化改革中最为重要的一环.这也说明在不同的经济

发展阶段,对应不同经济体制,金融制度也应该有相应的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迅速发展.１９７８ １９９４年间,“金融业由仅有的中国人民银行,迅速扩

张为包含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财务公司、城乡信用社、非银行金融机构、政策银行等多门类金融机构

的现代金融体系”③.丁骋骋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的金融改革可以分为两个阶段,１９７９ １９９０年金融体

制改革的目的仍在于动员金融资源,为国有企业解困;自１９９０年以后,金融配置资源的作用愈发明

显④.近年来中国金融业追赶速度很快,许多学者就近年来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的发展进行了总结回

顾,例如«中国银行业发展和监管———理论、历史与逻辑»⑤«中国基金业简史(１９９８ ２０１３)»⑥«中国债

券市场:３０年改革与发展»⑦等著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实践经验表明,今天的经济发展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

定性作用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说明合理使用金融工具有助于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化和推动经

济的发展.陈雨露指出人类历史上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背后都有金融革命的支撑.第一次工业革命

的背后是以现代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金融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背后是以现代投资银行为主体的金融

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背后是以创业投资体系为主体的金融革命,他认为第四次金融革命是由金融科

技引领的金融业集成创新⑧.
金融的本质是信用的扩张和通过市场机制对于资源进行有效配置,金融对于资源的强大动员和

配置能力导致其与国家能力的构建关系密切,这是百年来从未发生过改变的.大部分当代金融业所

产生的金融产品信用问题、金融机构监管问题、金融市场发展问题仍可以在近代金融史中找到原型,
这也是近代金融史的研究对于当代金融发展有着重大意义的原因所在.

三、工业化与国家能力

在现代社会,国家能力不仅仅是财政收支和公共品提供,在此基础上能否实现工业化水平提升、
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以及人民生活幸福,才是判断国家能力强弱最根本的标准.

(一)晚清时期的工业化发展与国家能力

现代工业化肇始于近代手工业的发展,国家能力在推动中国手工业向现代工业转型的过程中发

生了什么作用?
李伯重和范赞登比较了１９世纪初期,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长江三角洲“华娄地区”与西

欧经济最发达地区尼德兰的经济表现,发现两个地区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差异很小,而工业和纺织业的

劳动生产率却差异极大,他们认为该差异来自要素成本的差异,尼德兰更有动力寻求提高劳动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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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本集约技术,因此工业生产率远高于中国①.徐毅和巴斯范鲁文运用国民收入账户体系的部

门核算法,建立了１８５０ ２０１２年间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的工业增加值数列,认为１９世纪中

期的中国工业水平仍然停留在传统的手工业经济阶段,人均工业产值大大落后于其他发达工业国,近
代中国真正进入工业化的起步阶段则在１９１０年之后②.管汉晖等将近代与当代工业调查数据合并以

研究长期经济的演变趋势,数据显示,１８８７ ２０１７年以来,中国工业门类数量经历了民国时期和新中

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两次大发展,形成了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先进制造业在工业中所占比重不断增

长;国家推动了欠发达地区的工业发展;工业效率(以全要素生产率衡量)自１９３３年的较低水平经历

了高速增长,并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维持在较高水平③.
近代以来,中国被强迫纳入世界市场体系.传统观点强调来自外国现代工业生产的同类产品竞

争对国内传统手工业造成的排挤和冲击是手工业衰落的主要原因.换言之,国家能力孱弱,无力保护

民族工业.彭南生等探讨了新兴产业和国家政策对传统产业造成的冲击,例如２０世纪２０ ３０年代,
人造丝对蚕丝国际市场的挤压是导致华丝出口衰落的原因之一④;同时期日本通过殖民朝鲜,实行了

加征进口关税和扶植本国机器纺织业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这直接导致近代中国夏布业迅速失去朝

鲜这一重要市场,引发了国内夏布业的衰落⑤.李金铮通过对近代冀中定县手工业历史进行考察,认
为农村手工业的变迁受多重因素的影响.现代机器工业品的竞争替代是中国近代农村手工业衰落的

重要原因之一,但有的衰落与之并无关联,因此不宜过度高估洋货冲击的影响.⑥.
作为后发工业化国家,国家能力是推动工业化的重要力量,尤以国防等战略性工业最为典型.第

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为了维护统治,求强求富,举办了一系列在军事、科技、经济各方面向西方

学习的活动和事业,洋务运动得以轰轰烈烈地展开,这是中国近代化过程的起步.严鹏研究了中国近

代战略性工业化的演进,他认为清廷对于战略性工业的投入产生了外溢作用,为日后民营机械厂的兴

起提供了技术和人才的支持,对工业化起到了引领作用,并且在市场机制下,民间工业化由于比较优

势自发演进,政府的介入加快了这一进程⑦.
但晚清国家能力,尤其是国防力量的孱弱,使得工业化的发展受阻.甲午战败之后,清政府财政

陷入严重的危机,由官方直接投资的洋务企业实际上陷入了停顿状态,一批官办企业改组为官商合办

或商办企业.１９００年庚子之乱后部分企业甚至直接被外国资本所吞并或控制,洋务企业在近代工业

界的作用和地位不断下降.民国以来,许多民族资本家为救亡图存,积极参与工矿企业的投资,其中

最著名的汉冶萍公司的前身是有名的汉阳铁厂.根据郭莹的考察,１９０７ １９１３年间汉冶萍公司试图

通过向公众招股融资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但未能成功.煤铁矿厂的发展对于近代工业化的积极意

义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其前期投入高、回报周期长的特点也让大部分投资者望而却步.在这种情况

下,国家不仅没有对民族工业积极扶持,反而引起公众的担忧,即一旦企业步入正轨,赚取的高额利润

就会遭到官府觊觎.正是国家缺位导致了汉冶萍公司陷入招股困境,让本就基础薄弱的重工业再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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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创,这也成为了近代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屡屡受挫的一个缩影①.虞和平研究了清末民初具有代表

性的企业轮船招商局,发现对于效益良好的官企而言,其在向商办的改制过程中极为艰难,即使法律

上轮船招商局早就归属于商办,仍不得不通过长时间的拉锯和多方力量的博弈,最终才使政府承认了

轮船招商局完全商办的身份②,这体现了国家无力提供足够的法律制度保护.在政府缺位的另一面,
则是官商资本现象严重.官商资本的积极作用在于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初始资金,例如康金莉发现民

国时期华北财团为北方民族资本主义提供了必要的资本支持,并利用资本优势和特权购置新式机器

和技术,但消极意义在于官商依恃特权,破坏了市场的健康发展,对民间工业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③.
郭从杰认同官商资本的积极意义,但认为即使是由北洋官员主导的实业投资,在政局多变的民国时

期,也仍然受到资本不足、政权变动、市场竞争、公司治理等多重因素的制约④.
(二)民国时期的工业化发展与国家能力

民国的工业化时期主要指的是１９１２ １９３６年,这２５年间民国工业经历了正常的发展.尽管早期

经济史的著述对于民国时期工业化的发展较为悲观,体现为吴承明先生所反对的沉沦观⑤,但与国内

形成对比的是,国外一些学者如久保亨(KuboToru)、章长基(J．K．Chang)和罗斯基(ThomasG．RawsＧ
ki)等则基于工业资本、工业产值增长速度、轻重工业比例、现代化产业和传统产业产值比重等指标,
认为这一时期的中国现代工业有高于英美的较大的增长.例如根据章长基的测算,１９１２ １９３６年间,
中国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为９４％⑥,久保亨测算约８％⑦,罗斯基甚至认为该时期中国工业增长

几乎接近于“起飞”阶段⑧.按吴承明先生的测算,１９１１ １９３６年⑨,中国国内工业资本由２８９３２万元

增加到１７８８７３万元,增加５倍有余,也是支持民国时期工业快速发展的论断.
南京国民政府以孙中山提出的“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以及平均地权作为执政方针,中央

集权有所保障,国家能力有所提升,其标志是成功收回关税主权、创设中央银行、实施币制改革,设立

推动国防工业发展的资源委员会等.北洋政府时期,中央财政极为艰难,落魄到连日常开支都要借外

债的程度.南京国民政府继承了北洋政府遗留的所有外债,但到１９３６年底,财政已实现正常运转.
北洋政府时期外债的七成,用于支付军政费用和偿还旧债;南京国民政府“黄金十年”的外债,绝大部

分用于铁路、棉麦、航运电讯等建设事务,因而创造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被誉为“黄金十年”的繁荣.

１９５１年９月１９日,魏德迈在美国国会的演讲中指出:“１９２７年至１９３７年之间,是许多在华很久的英、
美与各国侨民所公认的黄金十年.在这十年之中,交通进步了,经济稳定了,学校林立,教育推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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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方面也多有进步的建制.”①

黄汉民通过对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工业产值发展趋势的分析,指出虽然３０年代前期中国经济面临前

所未有的困境,但工业发展总趋势是在跌宕起伏中继续有所发展,并在１９３６年达到了近代历史上最

好水平②.例如发轫于２０年代的针织、丝织、染织、印染、毛纺织等轻工业都有长足发展,而且又产生

了一批新兴行业,如电器用具工业、电机工业、染料工业、酒精工业、酸碱工业等等,新兴行业又促进了

工业部门结构调整.此外产品种类增多,一小部分国货产品开始替代了进口外货,工业地区分布也在

扩大,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都有了提高.
相对于北洋政府的低财政汲取能力,焦建华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财政汲取能力已有明显进步,

尤其是１９３３年实施“废两改元”币制改革后③,财政收入在 GDP的占比首次超过４％,但是南京国民

政府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所需公共品(如国防、交通等)供给的能力却难说充足④.以铁路为例,南京国

民政府十分重视铁路建设带动经济建设,但是铁路难以做到统一规划,不仅在区域分布上极为不平

衡,铁路技术标准也有极大差异.至１９４９年,全国铁路有２２０００多公里,而实际通车的线路只有一

半⑤.这说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家能力虽有所提高,但仍满足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尽管

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制定义务兵役制、整编军队、加强军事装备与后勤建设、构筑国防工事等,做了一定

的对日战争准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对日抗战准备较晚,加上国家贫困,工业基础薄弱,更重

要的是幻想英美等国制止日本侵略,这些因素都影响了抗战的准备.就在中国迈向工业现代化之际

的１９３７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并陆续大量增兵入侵中国.中国是在准备并不充分的条件下

仓促应战,因而损失巨大.据统计,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末期至４０年代中期的中国,因为该战争所造成的

损失至少６０００亿美元,而后果就是让中国现代化进程至少延宕２０年.
(三)新中国时期的工业化发展与国家能力

强大的国家能力是推动工业化迅速起步的有力保障.新中国初期在国防建设、交通水利、科学技

术、文教卫生等公共品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以水利建设为例,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在财政经济十

分困难的情况下,仍拿出大笔资金用于水利建设.１９５０年水利建设投入的费用相当于国民党统治时

期水利经费最多一年的１８倍,１９５１年相当于４２倍,１９５２年相当于５２倍⑥.从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５２年,用
于水利建设的经费约为１０亿元,对全国４２万余里堤防的绝大部分进行了培修和加固,对一些水灾

比较严重的河流,如淮河、沂河、永定河等,进行了全流域的治理,还修建了荆江分洪工程,这些工程的

规模之大为历史上罕见⑦.王瑞芳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田水利成就,不仅兴建了大量的水利

灌溉工程,促进了农业增产,还解决长期的洪涝灾害难题⑧.再以教育事业的发展为例(与人力资源

开发有关),１９５２年,新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扫盲班遍及工厂、农村、军队、学校.１９５６年以

后,扫盲运动又掀起两次学习高潮.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６０年,约有１５亿人参加了扫盲和各级业余学校

学习.它为新中国教育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为培养国家急需的建设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⑨.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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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常旭:«中国对外贸易通史»第２卷,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１５１页.
黄汉民:«１９３３和１９４７年上海工业产值的估计»,«上海经济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１期.
银两是中国历来通行的货币单位.近代,银元广泛流通,形成银两银元并行流通的局面.１９３３年３月１０日,国民政府财

政部发布«废两改元令»,规定所有公私款项收付、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一律改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
焦建华:«南京国民政府前期财政汲取能力再评价(１９２７１９３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４期.
吴申元:«中国近代经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４８１４９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１９４９１９５２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１
年,第５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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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尝等测算了１９５０ １９７８年间交通线路里程的增长,其中铁路增长了１３３％,公路增长了７９４％,内河

增长了８５％,民航线路增长了１２１８％①.王苗、龙登高回顾了苏联专家对于中国水运事业建设的支持,
指出苏联专家在参与具体工程建设,提供技术经验,改进管理制度,培养水运建设人才等多方面起到了积

极影响②.这一时期,新中国建立了从省、地区到县级的卫生防疫站和基层医疗机构,全国城乡的医疗

网基本形成③.天花、血吸虫病、黑热病、丝虫病、肺结核病、鼠疫、性病等危害甚广的传染病或流行病,在
中国大陆基本消失或绝迹.国家对公职人员、大学生和工矿企业职工实行公费医疗和医疗劳动保护制

度,在农村则实行合作医疗制度.毫无疑问,这些公共基础设施的提供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由中央主导与苏联合作的“１５６项”建设工程是当代中国工业化的源头④.这其中国防工业是建

设重点和主要投资方向.国防工业推动了重工业技术的进步,并为其他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⑤.
董志凯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工业化成就,特别指出新中国建立了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在
国防科技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⑥.

近年来,三线建设相关研究受到关注.三线建设的初衷是为了进一步增强国防和基础设施水平,
而从长期来看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外溢性.秦颖总结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国外对于三线建设的研究

综述,指出国外学者擅长以环境、日常生活的角度研究三线建设史,这是国内较少关注的视角,但同时

也存在过于强调三线建设的消极影响,不与后来中国的西部大开发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联系,立
场以批判为主等问题⑦.王丹莉关注到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之间的联系,并将其归为早期的西部

大开发计划⑧.徐有威等人关注到了三线建设与城市化的影响,认为三线建设对内部城市是一次发

展机遇,而对于东部沿海城市则存在一定的抑制⑨.李云等、温权等则分别考察了小三线建设对于安

徽和山西产生的积极影响和问题.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计划经济充分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强大的国家能力为经济和工业

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然而,在改革开放以前,这种良好的基础作用却无从发挥,原因就在

于政府以计划干预取代了市场机制,政府主导的投资抑制了民间企业的发展,微观个体劳动积极性不足.
王曙光从产业发展视角指出完全由政府主导工业化所带来的弊端,政府干预“减弱了产业之间原本可

能具有的联系,抑制了微观主体的活力,经济运行缺少其内生的、可持续的增长动力,体制的僵化与结

构的失衡随之而来”.以政府为主导的,集体性、规模性的农业、工业生产的边际效益不断降低,管
理的边际成本却不断提高.也正是由于计划经济的弊端,１９７８年以后中国寻求市场化改革.

改革开放以后,通过政企分开、党政分开,充分调动微观经济主体的积极性,由此形成了有力的国家

宏观调控和微观经济主体自主创新相结合的制度优势,中国经济发展从此走上快车道,创造了闻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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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奇迹”.中国从一个农业国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第一制造大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被
称之为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①.制度改革迅速激发了微观主体活力,肖翔统计了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

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变化趋势,１９８０年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工业比重仅为９７％,而到１９８７年

这一数据已迅速上升至２６７％②.陶长琪等人回顾了新中国７０年工业化的进展,他认为１９９２年十

四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化经济体制是重要标志,将１９９２ ２００１年划分为新中国工业化的加速发

展期,其间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超过１０％③.黄群慧总结了改革开放４０年来中国产业发展与工业化进

程,认为中国工业化成功的经验在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中央政府与

地方政府的关系,市场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全球化与工业化的关系以及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④.
随着党的十六大正式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指出,“中国梦具体到工业

战线就是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２１世纪的中国工业化发展在充分发挥自身人力资源丰富优势的基础

之上,加速贯彻信息融合、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新理念.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中国占全球制造业增加

值的比重不断上升,目前已超过世界的四分之一,标志着世界制造业的中心已转移到中国⑤.
虽然中国的工业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还必须看到中国工业“大而不强”的基本现实.从制造

业看,虽然中国是世界上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但是从制造业增加值率、劳动生产率、创新能力、核
心技术拥有、关键零部件生产、高端价值链环节占有、高端产业占比、产品质量和著名品牌等方面衡

量,中国制造业还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不过,由于中国逐步形成了有力的宏观调控和微观经济主体

自主创新相结合的制度优势,这些问题将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解决,我们对中国工业化的未来充满着

信心,对伟大祖国的复兴充满着信心.

四、结语

通过对近代以来国家能力与中国经济发展文献史的回顾,可以看出清朝咸同时期被迫进行的财

政转型是中国由传统财政制度向现代财政制度转型的起点,也是国家能力开始得到重视和改观的转

折点.在此后五、六十年的转型过程中,晚清政府尝试性地发行了三次国内公债,但均算不上成功.
未能将财政制度与金融市场进行有效结合是晚清转型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清廷尝试以洋务运动改

变国防能力虚弱的情况,虽然这一目标并未实现,但是由国家主导的经济建设活动推动了中国近代工

业化的起步,为工业化向民间的发展提供了技术和人才积累,产生了外溢作用.
直到北洋政府时期,旧中国才逐步建立了现代公债发行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国家的财政汲

取能力,但北洋政府本质上仍是一个弱势政府.首先,国防能力薄弱,国家无力掌控关税自主权,导致

国家信用不高,阻碍了财政汲取能力的实现;其次,中央政府集权力量弱,地方对于中央决策的牵制作

用十分明显,国家财政难以统一调度,这也阻碍了中央统筹全国经济建设和提供公共品.这一时期金

融业在政府无力干预的情况下迅速发展,对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也正是因为政府宏

观调控力量弱,致使民族工商业在与外国工业资本竞争中屡次处于下风,工业化的发展再次受阻.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政府重新收回关税自主权;同时,通过一系列财政改革,中央集权问题得

到了较好解决.然而,这一时期由于南京国民政府仍未在国防、社会安定、基础设施等领域获得有效

的突破.虽一定程度地推动了工业化的发展,以致１９２７ １９３７年被誉为“黄金十年”,但国家能力,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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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国防能力的不足,导致这一工业化进程被日本侵华所打断.
国家能力缺乏问题最终在新中国时期得到根本解决.财政税收、国营收入等由中央政府统一支

配;金融制度方面充分发挥动员型金融的特征,将资本优先投入以国防为代表的重工业.至“一五”时
期,中国国防力量取得跨越式的发展,并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断向社会提供交通水利、文教卫生、科
学技术等公共品.强大的国家能力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然而构成经济发展的微

观经济主体却表现出积极性严重不足的问题.这说明国家干预虽然能够改善投资不足的问题,但过

度干预也抑制了市场机制作用和微观经济主体积极性的发挥.另外,国家长期对于重工业投资的倾

斜还导致经济结构发生失衡.改革开放后,政府既能保持适度的财政汲取,在基础设施等公共品领域

提供充沛的供给,又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借助信贷、
资本市场等金融工具,推动企业融资和工业的发展.

国家能力的基础是财政汲取能力,而政府财政支出的主要目的是提供国防安全、基础设施、人力

资本、保护产权等公共品,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以及提升人民群众的福利,以金融为代表的市场机制

在这个过程中充当了重要工具.新中国成立后７０年在工业化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既得益于新中国

前３０年强大国家能力所创造的良好环境,也归功于改革开放后４０年对于财政制度和金融市场的进

一步改革,由此形成了有力的国家宏观调控和微观经济主体自主创新相结合的“中国道路”,以制度优

势带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中国奇迹”.

StateCapacityandChinasEconomicDevelopmentsinceModernTimes
—APerspectiveofLiteratureHistoryReview

ZhouJianbo　ChenHao　SunShubin
(SchoolofEconomics,PekingUniversity,Beijing１００８７１,P．R．China)

Abstract:Recently,somescholarshaveidentifiedthestatecapacityasanimportantfactortoexplain
thedifferencesineconomicdevelopment．Thereisalivelydiscussiononsuchissuesashowthe
Chinasstatecapacityhasbeenconstructedbythefiscalcapacityandfinancialmarkets,andhowthe
statecapacityhasinfluencedtheprocessofindustrializationsincemoderntimes．Statecapacityrefers
tothecountrysfiscalcapacityandtheabilitytoprovidethesocietywithpublicgoodssuchasnationＧ
alsecurity,infrastructure,education,health,andpropertyrightprotection．Formoderncountries,

fiscalcapacitydependsontheeffectivecombinationoffiscalsystemandfinancialmarkets,andfiscal
expenditureismainlyreflectedintheabilitytoprovidenationalsecurity,infrastructure,education,

health,propertyrightprotectionandotherpublicgoods．Itwastheweaknationaldefensecapability
thatmademodernChinasufferfrombullyingandstruggletodevelopindustrialization．ThePeoples
RepublicofChinaconsolidatedintensivelyitsabilityofnationalsecurityandsupplyofinfrastrucＧ
tures,medicalfacilitiesandhumancapital,butmeanwhileexcessivelyintervenedthemarkets,afＧ
fectingtheefficiencyofindustryandespeciallyagriculture．Afterthereformandopeningup,byproＧ
tectingtheinterestsandrightofmicroＧeconomicentities,Chinafinallycombinedtheadvantageof
statemacrocontrolandmicroentitiespositiveinnovationandachievedrapidindustri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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